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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数量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
独 旭 张海峰
摘 要 生育率与经济决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由于
计划生育减少了抚养人口。2016年中国正式全面落实二孩政策，中国生育政策开始调整，这
将有效提高家庭生育率，势必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储蓄结构。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在子女成
长阶段受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影响，家庭储蓄呈现下降趋势；在子女成家立业阶段由于子女
成家立业的压力和跨代转移支持的压力，储蓄率上升。子女数量对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显著影
响，父母选择多生受到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的驱使，且性别平衡动机逐渐增强。随
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影响家庭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子女数量而非子女结构，这意味政府能
够通过改变生育政策引导家庭经济决策，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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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储蓄率从 1990 年 16% 攀升到 2007 年的 30%，GDP 保持高速增长，2010 年经济总量已
达到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其高储蓄率密不可分 [1]（P511-564）。众所周知，生育率与经济
决策的联系是增长模型的关键 [2]（P213-224），许多学者把中国高储蓄率部分归因于 20 世纪我国生育
政策的调整 [1]（P511-564），一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抚养人口，导致家庭储蓄偏高。我国从 1954
年开始渐进地实行生育控制政策，到 1979 年全面实行一对夫妻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胎政策的
实行导致储蓄率增加，兄弟姐妹的减少，使得年轻家庭选择多储蓄赡养父母；少一张嘴吃饭，使得中年家
庭储蓄增加；成年子女减少，养老保障减少使得老年家庭选择多储蓄 [3]（P101）。但有一些学者对中年
家庭储蓄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 Gruber 发现，在拥有成年子女的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呈
正向影响。随后 Curtis Chadwick 等调整模型肯定了 Gruber 的观点，认为一旦子女成年离开家庭，家
庭储蓄的确呈现上升趋势￿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结论，可能是这些文献在样本处理上的区别。
之前的文献在处理样本时，没有剔除包含其他非相关家庭成员的家庭，可能使得父母在做出经济决策时
受其影响；而 Gruber 以及 Curtis Chadwick 等的样本是子女已独立、不与父母共享生活开支或收入的
家庭 [4]（P210-222）。本文尝试剔除含有其他非相关家庭成员的样本（只涉及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利用
较为干净的家庭样本，验证我们的猜测。
2013 年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实现准生二胎政策，允许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再生一胎，到
了 2016 年正式全面落实二孩政策。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有效提高家庭生育率，这势必会影响家庭
的消费储蓄结构。本文借助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储蓄率的不同，研究多生子女对家庭经济决
策的影响，兼谈从一胎政策到二孩政策的调整，家庭经济决策将如何变化。我们利用处理相对干净的
2013CHIP 调查数据，对家庭规模与家庭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探究 [3]（P101）。我们的研究结论肯定
了 Gruber 的观点 [4]（P210-222），但对其中年家庭储蓄行为的论述提出了异议。结合“竞争性储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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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住房性代际转移的观点 [1] [3]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在初期（子女成长阶段），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抚
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增多，家庭储蓄呈现下降趋势；在中期（子女成家立业阶段），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
子女成家立业的压力（房产、彩礼、嫁妆等）和跨代转移支付（对孙辈抚养的转移）压力增加，家庭选择
多储蓄和少消费，储蓄率上升。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研究我国实行二孩政策后，家庭储蓄的变化趋势以及
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些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有大量文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关于总生育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增长的不平等、文化、社
会安全以及储蓄的相关性。有学者认为，总生育率的变化会影响抚养比和工资增长，进而导致家庭储蓄
的变化。他们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
大幅下降，家庭储蓄率快速上升。但这种时间序列相关性难以解释，因为总生育率变化可能与其他宏观
经济变化相一致，例如人力资本回报的变化或相对女性工资变化。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已经开始利用更
多具体的人口结构冲击（例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的领导下在孟加拉国实施的
家庭政策或是双胞胎的数据）进行经验性估计生育率对储蓄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均发现，生育率的上
升对家庭储蓄有很大程度的负向影响 [3]（P101）例如有学者利用中国一胎政策全面实施作为工具变量，
发现父母为 50–65 岁的家庭多生育一胎会导致家庭储蓄率下降 7-10% [5]（P58）；还有学者通过省级面
板数据分年轻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并利用各省罚款额为工具变量，发现生育上升导致储蓄下降
2.4—4.1% [3]（P101）；但同样也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例如 Gruber 发现，在拥有成年子女的家庭，子女数
量对家庭储蓄呈正向影响 [4]（P210-222）。
关于子女结构与家庭储蓄的研究，上述文献集中在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一些学者发现，计
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中国性别比失衡异常严重，从而引出另一个研究方向——子女性别与家庭储蓄消
费的研究。部分学者论证出对于中年家庭的储蓄率部分受到预期支付“新娘价格”影响，在高性别比地
区，为了儿子在未来婚姻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资本而产生的“竞争性”储蓄。Ebenstein 研究了中国性别比
例失衡通过储蓄率、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影响经济增长 [6]（P87-115）。这些研究主要认为，一胎政策导致
有性别偏好的家庭通过堕胎的形式选择生育，造成男女比例失衡。性别比例失衡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处
于劣势，这使得拥有男孩的家庭储蓄率要明显高于女孩家庭 [7]（P1535-1557）。
此外，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家庭在对男孩与女孩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把更多资源
投资给男孩，为其老年生活提供保障。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家庭对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投入都增
加 [8]（P249-278）。Oliveira 利用双胞胎数据研究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和代际转移之间的关系，认为生
育率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有负向影响，代际转移也呈负向关系 [9]（P1-16）。Guo Rongfei 等同样使用双
胞胎数据研究发现，如果正向生育冲击改变孩子数量超过父母的期望生育水平，这种强迫生育率增加更
可能降低孩子质量；相反，如果低于生育期望水平，那么正的生育力冲击使孩子数量更接近期望水平，这
种情况不太可能降低孩子质量 [10]（P112-121）。
（二）理论假设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关于储蓄的认识，在年轻阶段，收入较低，子女抚养成本偏高，家庭储蓄偏低；到
中年阶段，收入水平最高，家庭储蓄达到峰值；到了晚年阶段，收入减少，家庭储蓄开始下降 [11]（P145-
170）。这种“驼峰型”的储蓄形式经常出现于其他经济体的截面分析中。鉴于国情、文化的区别，中国
过去几十年的家庭储蓄则呈现“U 型”模式。Becker & Barro 的家庭经济学认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
利他主义的体现，这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在传统的中国家庭，父母对子女的贡献，不仅是成长阶段的抚
养与教育，还表现在帮助子女成家立业，甚至是抚育孙辈。父母为子女的成长、结婚、生子而储蓄，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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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再由其子女赡养余生。也就是说，中国家庭的父母更多的是从子女利益出发，作出储蓄与消费决策，
完美诠释了利他主义的精神。Wei ShangJiang & Zhang Xiaobo 揭示的中国家庭为子女结婚而选择“竞
争性”储蓄 [1]（P511-564）；Rosenzweig & Zhang Xiaobo 指出的城镇家庭为子女住房进行经济支持导
致选择多储蓄，都印证了中国式的生育观：不仅体现在生，更多的是生完后的育 [12]（P114）。
结合生命周期理论、贝克尔家庭经济理论和中国传统家庭观，我们推断，在子女不同的成长阶段，家
庭的经济决策会随之变化。在子女未成婚阶段，由于需要抚养和教育的子女增加，家庭的储蓄率将偏低，
消费水平上升；到了子女结婚生子阶段，父母需要给儿子结婚准备婚房、婚车、彩礼，需要给女儿准备嫁
妆，当子女数量增加后，父母有预见地选择多储蓄少消费；在当子女成家生子后，父母会帮助他们抚养其
下一代，孙子孙女的增多，进一步使得家庭选择增加储蓄，消费水平下降。根据以上推断，我们可以得到
两点假设：
假设 1：在初期（子女成长阶段），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率存在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抚养成本和
教育成本增多导致的。
假设 2：在中期（子女成家立业阶段），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率存在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子女成
家立业的压力（房产、彩礼、嫁妆等）和跨代转移支付（对孙辈抚养的转移）压力增加导致的。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该项目按照东、中、西分层，根据系统抽样方法
抽取得到 CHIP 样本。样本覆盖了从 15 个省份 126 个城市 234 个县区抽选出的 18948 个住户样本和
64777 个个体样本，其中包括 7175 户城镇住户样本、11013 户农村住户样本和 760 户外来务工住户样
本。本文只选用其中的城镇住户样本和农村住户样本，按照家庭子女年龄进行分段研究。为了研究父母
面对家庭拥有多个子女时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本文只保留涉及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剔除其他非相关人员
的家庭样本，包括与户主是父母、岳父母或公婆、媳婿、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关系同住的家庭，保
持样本的相对干净，便于研究子女数量与父母储蓄的真实关系，减少与这些样本有关的遗漏偏误，而且
这些样本的父母经济行为并不会与保留样本存在明显差异（向上和向下的代际转移不论同不同住都存
在），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选择性偏误。同时，为方便研究，本文假设 2 关于子女备婚和分家立户后跨代转
移支付的影响机制（中期只包含了子女未婚与父母同住以及分家后父母独住的家庭）。另外，排除非自
愿因素带来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我们将样本限制在第一个子女出生于 1979 年（一胎政策
全面实行）后。处理后，剩下 3613 户城镇住户样本和 3028 户农村住户样本，子女年龄跨度为 0–34 岁，
父母年龄跨度为 20–78 岁。子女数量跨度为 1–6 个，其中 4258 户是独生子女家庭，2220 户是两个子女
家庭，一孩和二孩家庭占到绝大多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 2013 年家庭储蓄量和储蓄率。需要指出的是，受调查问卷的限制，本文
涉及的家庭储蓄量是当年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这和严格意义上的储蓄计算有所区别，家庭储蓄率等
于（收入-生活消费支出）/总收入。由于不同地区通货膨胀率不同，可能会影响估计的准确性，我们后
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家庭储蓄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子女数量。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
参考现有学者的研究 [3]（P511-564），包括第一胎子女的性别（男孩 1；女孩 0）、最小子女的年龄、2012
和 2011 年可支配收入（取对数形式）、城市 or 农村（城市 1；农村 0）、户主性别（男 1；女 0）、户主年
龄、户主民族（汉族 1；其他 0）、户主政治面貌（党员 1；其他 0）、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健康状况（答卷
人自我评价）、是否购买养老保险（只要购买任一项即为 1；未买 0）、户主的个人收入（取对数形式）。
我们按照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分别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独生子女家庭储蓄量和储
蓄率的均值都略高于多子女家庭，且方差也偏小。独生子女家庭是男孩的概率显著高于多子女家庭头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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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孩的概率，两者方差基本一致。多子女家庭的子女年龄较独生子女家庭略高，且方差更大。两类家
庭在 2012、2011 年收入均值和方差都比较接近。同样的控制变量比较接近的有户主民族、健康状况、购
买养老保险以及个人收入。多子女家庭户主是父亲的概率高出独生子女家庭 0.1 个百分点，受教育水平
的均值则较之偏低。多子女家庭户主年龄与独生子女家庭相近。独生子女家庭户主是党员的概率高出
多子女家庭 0.14，这符合党员在执行政府方针政策时的先锋队特性。从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出，独生子女
家庭储蓄率略高于多子女家庭，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究竟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如何，接下来我
们将进行分阶段的分析。
（二）模型设定
首先，我们对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中的城镇与农村数据进行干净化处理，然
后直接进行 OLS 回归，初步考察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与储蓄的影响。考虑到 OLS 回归结果可能是有
偏且不一致的问题，为了控制这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我们拟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分析。
最后，本文进行了一系列分样本处理，进一步验证回归的基本结论。
1. 最小二乘法（OLS）。为了更为准确地分析子女数量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本文对子女结构、
家庭基本情况及户主及其配偶的相关特征予以控制。模型设定如下：
Savingi j = β0 + β1childnumi j + χi jδ + λj + ϵi j (1)
其中，i 表示个体家庭，j 表示调查地区；Savingi j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j 地区中家庭 i 在 2013 年的总储
蓄和储蓄率，为总储蓄时取其对数形式；Childnumi j 为解释变量，表示 j 地区中家庭 i 的子女数量；χi j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第一个子女性别、最小子女年龄、2012 年总收入对数、2011 年总收入对数、城市
或农村、户主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是否购买养老保险、收入对数等；λj 为
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通过加入一系列省份虚拟变量对地区固定效应加以控制。
2. 倾向得分匹配（PSM）。为了减少估计偏误，控制样本生育行为的选择性，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方法进行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为每个处理组个体在控制组中寻找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即利用 Logistic 或 Probit 模型估计的家庭生二胎的概率拟合值）相似的可比对象进行配对分
析，从而去除生育行为的非随机性所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和混杂偏误得到一种接近自然实验的效果。
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时，我们对数据样本进行了一些处理，只保留拥有一个和两个子女的家
庭。做出这样的处理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方便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符合该方法的内在要
求；二是出于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考虑，估计从一胎政策到二胎政策的转变将对家庭经济决策（储蓄情
况和消费水平）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将拥有两个子女的家庭作为处理组，只拥有一个子女的家庭作为控
制组，控制了一系列家庭内部的相关特征，分不同年龄段比较两组家庭的储蓄和消费情况。倾向得分基
础上的常用匹配方法包括最相邻样本匹配、最小半径匹配、核估计匹配和分层匹配等。本文采用一对一
匹配、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来估计不同年龄段的平均处理效应。
三、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的影响
（一）全样本回归
近几十年来，我国家庭储蓄变化呈现初期偏高、中期偏低、晚期偏高的“U”型趋势，与一般生命周期
理论所呈现的驼峰型不同，被称为“中国储蓄之谜”。很多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1] [5] [6]，
比如有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规模缩小，进而影响家庭储蓄 [12]（P101）。他们根据生命周期
理论将家庭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得出在不同阶段子女的减少对家庭储蓄产生不同的影响。借鉴这种
细致性处理方法，本文根据子女的年龄分二阶段研究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我们把子女的年龄
限定在 22 岁以内作为初期阶段，子女的年龄限定在 23–34 岁作为中期阶段。选择 22 岁作为初期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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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分界线，是根据 Wei & Zhang 竞争性储蓄的观点，结合大学毕业作为适婚年龄¬。为了排除非自愿
因素带来的影响，样本限制为第一个子女在 1979 年后出生的家庭，将 23–34 岁作为子女成家立业阶段，
研究该阶段子女数量对父母经济决策的影响。重点研究二阶段父母面临多生子女而做出何种经济决策，
并在子女不同阶段是否有所不同。
本文控制一系列家庭信息、户主特征和省份地区效应后，对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储蓄对数和储蓄
率进行二阶段 OLS 回归。结果显示，在初期（0–22 岁）每增加一个子女，家庭总储蓄对数下降 7.1%，且
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储蓄率下降 4.8%，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 1 相一致，即
由于子女抚养成本、教育支出的增加降低了家庭储蓄。需要注意的是在初期（0–22 岁）子女数量对储蓄
率可能存在两个相反的因素影响，一方面抚养负担重，导致储蓄率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子女教育和
结婚等预备储蓄导致储蓄率上升，而系数为负是因为前者大于后者所致。在中期（23–34 岁）每增加一
个子女，家庭总储蓄对数上升 9.3%，且在 5% 置信水平显著；储蓄率上升 5.07%，且在 1% 置信水平上
显著。这肯定了本文假设 2 关于两者在中期阶段的正向关系。
从两个阶段的回归系数来看，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家庭储蓄在初期下降、中期上升。这一变化趋
势与之前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中期的反应，他们认为家庭储蓄仍然是下降 [3]（P101）。但他
们回归的结果显示，父母 46–50 岁阶段成人子女数与家庭储蓄是正向关系，Gruber 同样发现，拥有成人
子女数对家庭储蓄率有正向影响 [3] [12]，Curtis & Lugauer 在注释部分指出，当子女独立后，变为正向影
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胎政策影响下，样本中多个子女家庭是高生育意愿的家庭（中低生育意愿
家庭可能受到政府号召、高额罚款和经济补偿等原因而选择放弃多生子女，使得样本中只剩下高生育意
愿家庭），这会导致我们结论被低估­。
表 1 子女数量对家庭总储蓄和储蓄率的影响
总储蓄 =总收入—生活消费支出（对数） 储蓄率
0-22岁 23-34岁 0-22岁 23-34岁
子女数量 -0.071** 0.0931** -0.048*** 0.0507***
(0.036) (0.0404) (0.018) (0.0196)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容量 3262 1195 3591 1295
R-squared 0.4802 0.478 0.1109 0.104
Root MSE 0.7788 0.747 0.3929 0.312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Robust Standard Error，RSE）***表示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二）只拥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家庭
1. OLS 回归。为了更贴近从一胎政策到二胎政策的变化，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处理，只保留拥有一
个和两个子女的家庭，进一步研究子女数量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这样处理也方便接下来进行 PSM
估计。控制一系列家庭信息、户主特征和省份地区效应后，回归结果显示，在初期（0–22 岁）两个子女家
庭比独生子女家庭的储蓄率低 5.2%，且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中期（23–34 岁）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
子女家庭的储蓄率高 6.69%，同样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该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论一致，符合本文假
设 1 和假设 2 的设定，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系数更大。
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人在工作初期收入较低，导致初期储蓄率偏低；中年
¬ 本文同样用我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 20 岁为界进行分析，结果一致。
­ 在初期和晚期额外增加一个子女数量，Ge、Yang and Zhang（2012）下降 2.4—4.1%，Banerjee、Meng and Qian（2010、2014）下降
7-10%，Curtis、lugauer（2012）下降 4.6-5.2%。
· 180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表 2 一个和两个子女家庭的储蓄率分析
0-22岁 23-34岁
子女数量
-0.052** 0.0669**
(0.022) (0.024)
控制变量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样本容量 3555 1260
R-squared 0.1072 0.1081
Root MSE 0.3931 0.3124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Robust Standard Error，RSE）***表示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收入到达顶峰，储蓄率上升。可能有人质疑，本文的回归结果只是印证了生命周期中个人收入变化所导
致的储蓄率变化，与家庭子女数量并非如此关系。我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进行估计，把拥有
两个子女家庭作为处理组，独生子女家庭作为控制组，控制两组家庭收入、户主个人收入和一系列其他
信息变量，比较两组家庭储蓄率的不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生命周期理论所造成的错觉。而且，
PSM 能够部分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还可以去除生育行为的非随机性所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和混
杂偏误。本文使用一对一匹配、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对两阶段家庭储蓄率进行估计，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在初期（0–22 岁）5 种匹配法估计结果与 OLS 结论均一致，两个子女家庭储蓄率
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低 5-7.8%，且 T 值均高于临界值 1.96。在中期（23–34 岁）5 种匹配估计结果仍然与
之前结论一致，两个子女家庭储蓄率比独生子女家庭高 5.5-9%，且 T 值也均高于临界值。倾向得分匹
配估计的结果再次肯定了本文的基本结论，符合假设 1 和假设 2 关于子女数量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
系。
（三）稳健性检验
1. 调整年龄段。虽然本文提供了划分初期和中期年龄段的依据，但依然会被怀疑以 22 岁作为分
界线的回归结果是否有效。接下来我们调整年龄段对子女数量与家庭经济决策的关系进行验证。随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人群比重不断攀升。2016 年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 年受过高等教育人群规模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
40%。即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人没有上过大学就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结合假设 2 的解释，我
们将两阶段分界线调整为我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 20 周岁，初期（0–20 岁）和中期（21–34 岁）的回归
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在初期（0–20 岁）多生一个子女会导致家庭储蓄率下降 4.3%，且在 5% 置
信水平上显著；在中期（21–34 岁）多一个子女会导致家庭储蓄率上升 4.7%，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
调整年龄段后，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依然肯定本文的假设，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初期家庭
储蓄率下降，中期家庭储蓄率上升。
2. 分样本回归。CHIP 数据是以家庭为单位调查收入与支出，所有住户成员分享生活开支和收入，
虽然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处理，剔除含有祖孙辈、兄弟姐妹等其他人员的样本，但仍然可能存在样本不干
净的问题。在初期（0–22 岁）子女没有收入，家庭储蓄率与子女数量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显。到了中期
（23–34 岁）子女个人收入直接影响家庭储蓄率，子女个人的储蓄率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假
设 2 受质疑，即认为是子女收入并入家庭收支中导致该阶段家庭储蓄率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子女收入
并入到家庭总收入中，其支出也相应并入家庭总支出中，两者同时变化并不能够得出该质疑的观点（更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在年轻阶段其个人储蓄率偏低，所以对家庭储蓄率拉低作用可能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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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进一步剔除父母与子女共享收入与支出的样本，保留家庭内只有户主
与其配偶的样本（子女分家立户后，只有老两口的家庭），具体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中期（23–34 岁）增
加一个子女导致家庭储蓄率上升 7.78%，且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与之前的结论相一致，影响系数与
PSM 估计的系数一致，符合假设 2 的设定。
国家实行各项政策倡导党员需要发挥先锋作用，具有党员身份和从业于相关单位的个人需要严格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据此，我们将样本中户主或其配偶是党员身份、工作单位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的
样本予以剔除，具体回归结果显示，剔除党员家庭和从业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样本后，增加一个子女，家
庭储蓄率在初期（0–22 岁）会下降 5.2%、中期（23–34 岁）会上升 4%，并分别在 5% 和 10% 置信水平
上显著。总之，分样本剔除的回归结果肯定了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与假设 1 和假设 2 相一致。在初期
受到抚养费用、教育成本影响，伴随子女的增加，家庭储蓄率会下降；在中期受到子女成家立业的压力和
跨辈代际转移的影响，伴随子女的增加，家庭储蓄率会上升。
四、家庭经济决策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中期家庭经济决策的机制分析
根据假设 2的推断，在中期（子女成家立业阶段），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子女成家立业的压力（房
产、彩礼、嫁妆等）和跨代转移支付（对孙辈抚养的转移）压力增加，家庭选择多储蓄和少消费，储蓄率
上升。在实证部分我们已经肯定了中期家庭储蓄率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并通过了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接下来，我们将针对中期家庭经济决策导致储蓄率的变化进行机制分析。随着子女到了成家
立业阶段，父母需要给子女准备婚房、婚车、彩礼、嫁妆等，多生子女家庭面临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大。我们
使用家庭是否有房贷、车贷债务作为子女成家压力的代理变量，样本限定在子女年龄 23–30 岁，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多生一个子女，家庭有房贷、车贷债务的可能性增加 52.2%，且在 5% 置信水平上显
著。这表明，多生子女家庭面临子女成家立业的压力更大，迫使父母在作出经济决策时选择多储蓄、少
消费，以此来支撑经济压力，肯定了本文假设 2 的结论。
（二）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在各省实施力度不尽相同，而且在城镇和农村差异性尤为显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
庭生育行为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生育政策执行力度上，还受到更深层次的文化思想、历史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诸如农村地区受儒家思想影响更深，对男孩的偏好更甚；在子女婚姻方面存在女儿补贴儿子的现
象等等。鉴于此，我们剔除 2 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分别对农村与城镇样本进行研究。不论是城镇还是农
村，家庭在初期（0-22 岁）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储蓄率下降 5.2% 和 4.9% 的可能性，且均在 10% 置
信水平上显著。城镇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力度要高于农村家庭，是因为在城镇孩子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
都要明显高于农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本文之前的结果，肯定了假设 1 的结论。城镇和农村家庭在中期
（23-34 岁）子女数量增加使得储蓄率上升 5.1% 和 6.1%，城镇家庭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农村家
庭统计水平上不显著。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城镇与农村家庭的婚姻观念不同所致。在农村普遍存在用女
儿的彩礼补贴儿子成婚费用的现象，且女儿出嫁的嫁妆较少。在城镇这种现象较少，无论是儿子成婚还
是女儿出嫁都给予相当的经济支持，对子女在成家方面的付出更为公平。Rosenzweig & Zhang 认为，城
镇子女买房普遍存在父母的代际支持，导致中年家庭储蓄相对于年轻家庭储蓄偏低 [3]（P114）。总的来
说，在中期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依然与之前的结论一致，同样肯定了假设 2 的结论。
¬ 因农村调查问卷与城镇调查问卷不同，该样本只涉及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无法甄别子女都已分家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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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
二孩政策引起的子女增加可能对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影响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收入阶
层的反应，我们进行了分层异质性分析。我们将 2013 年家庭收入按从低到高排列，分为低收入家庭、中
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并分别对初期（0–22 岁）和中期（23–34 岁）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表明，随着
子女数量的增加，在初期（0–22 岁）低收入家庭受影响最大，储蓄率下降了 7.9%，且在 10% 置信水平
上显著；中等收入家庭，储蓄率下降了 4.5%，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高收入家庭受影响最弱，在统计
水平上不显著。同样，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在中期（23–34 岁）低收入家庭受影响最大，储蓄率增加达
13%，且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中等收入家庭，储蓄率上升 5.2%，且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高收入家
庭受影响最弱，且不显著。总的来说，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储蓄率影响显著，其中低收入家
庭影响要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家庭，而高收入家庭影响不够显著。所以，在二孩政策推行后，相关配套公
共政策的制定者需要重点考虑中低收入家庭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低收入家庭。
（四）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
在一胎生育政策的控制下，依然选择生二胎或者更多胎的家庭，除了非选择性（双胞胎）的可能，
主要受到两种动机的驱使：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这两种动机促使了具有高生育意愿父母的出
现。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多子多福的期许，这种多子偏好者认为拥有多个子女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感，
特别是有儿有女配成“好”字最为美满 [6]（P87-115）。所以儿女双全的性别平衡偏好驱使着高生育意愿
的家庭，在面临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处罚情况下，依然选择多生子女。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儒
家专制统治，一些落后思想根深蒂固，短时间无法消除，特别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突出。人们认为只
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标志着自己对家族的贡献，是自己来过这世上的凭证，女孩最终都是他姓之人，而
且一些家族利益的分红只有男性子嗣才能享有。这种儒家重男轻女的思想左右着父母的生育决策，父母
或祖父母更偏好生育男孩，在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很大可能选择再生，甚至直到生出男孩为止，这也是
很多农村实行“一胎女孩二胎化”政策的原因。
表 3 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
独生子女家庭 多孩家庭（第一胎是男孩） 多孩家庭（第一胎是女孩）
0-22岁 23-34岁 0-22岁 0-22岁 23-34岁 23-34岁 0-22岁 0-22岁 23-34岁 23-34岁
子女数量
-0.059** -0.059** 0.047 0.054* -0.043* -0.043* 0.038* 0.06**
(0.03) (0.03) (0.03) (0.03) (0.03) (0.025) (0.1) (0.031)
子女数量 * 0.03** 0.03 0.014 -0.034 0.00 -0.018
子女性别 (0.01) (0.02) (0.02) (0.026) (0.02) (0.0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容量 2469 979 1890 1890 780 780 1701 1701 515 515
R-squared 0.13 0.1 0.13 0.14 0.13 0.13 0.1011 0.1 0.1266 0.13
Root MSE 0.33 0.31 0.34 0.34 0.33 0.33 0.44 0.44 0.2773 0.28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Robust Standard Error，RSE）***表示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我们通过第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划分样本，尝试印证这两种不同动机的存在。我们认为，当第一胎
是男孩后，选择再生的家庭更多的是受性别平衡动机的驱使；当第一胎是女孩后，选择再生的家庭则会
同时受到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的共同驱使。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在初期（0–22 岁）第一
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多生育一胎其家庭储蓄率均会下降，影响系数是 5.9% 和 5.2%，分别在 5% 和
10% 置信水平上显著。在中期（23–34 岁）第一胎无论男女，多生一胎家庭储蓄率都上升，但第一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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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样本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在单纯性别平衡动机的作用下，多生育对家庭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当
加入性别偏好动机后，两种动机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对储蓄率影响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
一胎生育政策的影响下，1980-1990 年间父母选择多生子女的性别偏好动机要强于性别平衡动机。性别
平衡动机在 1980-1990 年不显著，到了 1991-2013 年变为显著。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选择多生
子女的性别平衡动机逐渐增强，二孩政策推行后，选择生二胎的父母可能将逐渐增多。此外，从交互项
的影响系数来看，独生子女家庭中生男孩的比生女在初期（0–22 岁）储蓄率高出 3%，在 5% 置信水平
上显著，但在中期（23–34 岁）并不显著。对于多孩家庭，不论第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在初期还
是中期，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所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影响家庭经
济决策的主要是子女数量而非子女结构。
五、结论
2016 年国家正式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标志着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行的一胎政策正式谢幕。本文
尝试探究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家庭经济决策的关系，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的影响。我们根据子女
所处的年龄段划分成初期、中期两阶段，分别研究不同阶段子女的增加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初期，由于抚养成本、教育成本的原因，每增加一个子女，家庭储蓄率将下降 4.8-7.8%；在中期，由于子
女成家立业的压力（房产、彩礼、嫁妆等）和跨代转移支付（对孙辈抚养的转移）压力，每增加一个子女，
家庭储蓄率将提高 5.07-7.6%。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去除生育行为的非随机性所带来的选择
性偏误和混杂偏误，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肯定了 OLS 基本结论，影响系数变大。在分样本回归
部分，剔除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发现结论仍然不变，影响系数与 PSM 估计结果接近；剔除特定性质
的人群（党员、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业者），发现结论不变，假设 1 和假设 2 依然成立。我们进行了两
种异质性分析：一种是分城镇和农村样本分析，发现两类家庭在初期和中期阶段，子女数量对储蓄率的
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但形成原因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一种是低、中、高不同收入阶层分析，发现中低收入
家庭影响显著，低收入家庭影响最大，高收入家庭影响不显著。最后，本文认为，在一胎政策制约下，家
庭选择多生主要受性别平衡动机和性别偏好动机驱使，并且论证了两种不同动机的存在以及变化趋势，
对二孩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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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Family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Du Xu (Xiamen University)
Zhang Haife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re is closely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rate and family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China’s high savings rate may affected by one-child policy. In 2016, China
formally implemented the two - child policy, and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will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family fertility rate,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structur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family saving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 savings rate increased in the medium term under the pressure of
children’s adult and cross generation transfer support. The middle and low income famil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parents choose more students to be motivated by gender balance motivation and
gender preference motiv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gender balanc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Family
economic decision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children rather than the children’s structure,
which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guide the family economic decision by changing the birth policy
and then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wo - child policy；household savings rate；fertility rate; gender balance motivation；
gender preference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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